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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王注《孔子家语》两篇“后序”
是魏晋时人伪撰

王 化 平
（西南大学 汉语言文献研究所，重庆市４００７１５）

摘　要：出土文献确可使《孔子家语》摆脱“伪书”的嫌疑，但书后的两篇“后序”仍有一些不可忽视的疑
点。如“孔安国序”误将“诸子书”列入不禁之列，有违汉代人的常识；“后孔安国序”所载孔子家族世系与见于

《史记》、《汉书》者有明显出入，且误将跟从刘邦征战的孔藂及其儿子孔臧拉入孔子家族；所谓孔安国之孙孔衍

又不被其它文献载录，且其奏书不明西汉著述惯例、误解《别录》体例，这些错误与孔衍经学博士的身份太不相

称。此外，王肃通注《家语》，却对两篇“后序”不置一词，在“序”文中也不提此书曾经孔安国整理，由这两点可

以推测王肃其实没有见过两篇“后序”，它们可能是在流传过程中被附益上去的。综合各种情况，可以推测两

篇“后序”可能是魏晋时期的王学拥趸伪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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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肃注《孔子家语》有三篇“序”，一篇是王肃的“序”，另两篇是“孔安国序”和一篇撰作者不明而
被一些学者称作“后孔安国序”的序，这篇序中录有孔安国之孙孔衍的一篇奏书。在二三十年前，

《家语》的伪书性质几乎是公论，但随着河北定州竹简《儒家者言》、安徽阜阳双古堆一号汉墓《儒家
者言》章题木牍、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民之父母》等材料公布以来，人们的看法逐渐改变，越来
越多的人不再认为《家语》是伪书。笔者在研读《家语》及相关出土材料之后，也觉得伪书的说法确

有不当。但在阅读《家语》的两篇“后序”时，却又觉得其中有些问题仍然很难解释，现将它们写出
来，希望能获得大家的指正。

一、“孔安国序”中的疑点

（一）“孔安国序”中提到的秦始皇焚书
据《史记·秦始皇本纪》，李斯在建议焚书时说：“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言

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１］卷六《秦始皇本纪》《儒林传》记载儒生奔附陈

胜，“然而缙绅先生之徒负孔子礼器往，委质为臣者，何也？以秦焚其业，积怨而发愤于陈王
也”［１］卷一百二十一《儒林列传》。所谓“百家言”即指诸子书，它们是应焚之列。既然缙绅先生认为“秦焚其
业”，怎能不焚《家语》呢？鲁恭王坏孔子故宅，得古文典籍，其中就有《论语》。既然《论语》需要壁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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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得幸存，《家语》自然难以逃过灾难。除了传世文献的记载之外，出土的秦系简牍多见法律文书、

历谱、数术、医方等文献，而至今未见有儒家典籍和诸子书的事实也可以证明诸子书确实是在焚毁
之列。但“孔安国序”却说：“始皇之世，李斯焚书，而《孔子家语》与诸子同列，故不见灭。高祖克秦，

悉敛得之，皆载于二尺竹简，多有古文字。”［２］５７８这与西汉人的一般认识、出土秦系简牍反映的情况
均有不符。虽然东汉的王充确曾说过“不燔诸子”，但他离“焚书”的时间较西汉人远，他的描述在史
料的可信度上当然低于《史记》，更何况出土的秦系简牍并不能支持王充的说法。不过，由王充的描
述看，东汉社会可能流传着“不燔诸子”的说法，“孔安国序”说《家语》与“诸子同列，故不见灭”或许
就是受东汉人的影响。从以上情况看，所谓的“孔安国序”恐怕不是孔安国的亲撰，而是后世浅陋者
的伪撰。

如果上述推测成立，孔安国整理《家语》的说法自然难以信据。主张孔安国整理过《家语》的学
者所持最为直接有力的证据，就是书后的两篇“后序”［２］《前言》，除此以外并无直接证据。相反的是，

在记载孔安国事迹和汉代学术情形较为可信的《史记》和《汉书》中，丝毫没有提及孔安国整理《家
语》；就是王肃为《家语》写的“序”对于孔安国与《家语》的关系，也是未置一词。所以，现有文献很难
支持孔安国整理过《家语》这个说法。

（二）王肃《孔子家语序》不提孔安国
在王肃为《家语》写的“序”中，说“孔子二十二世孙有孔猛者，家有其先人之书。昔相从学，顷还

家，方取已来。与予所论，有若重规叠矩”［２］５８２，然后举了一些例子来说明。需要注意的是，王肃只
说孔猛“家有先人之书”，并未说孔猛家藏的《家语》是经过孔安国整理的。《家语》经孔安国整理这
个“事实”对王肃试图抬高《家语》一书的价值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而他竟通篇不提孔安国。尽管他
为《家语》作了注释，却对“孔安国序”和“后孔安国序”不措一词，这是为什么呢？孔安国整理过孔壁
中书，与古文经学关系甚密，如果王肃得到的《家语》真是孔安国整理过的，则他不措一词的做法实
在令人费解。

前人在否定王肃伪撰《家语》时曾指出他不会将关键地方相互矛盾的两篇“后序”列在一起（“孔
安国序”说孔安国收集传世《孔子家语》整理成“四十四篇”，而“后孔安国序”中却说孔安国利用孔壁
所出古书“撰次《孔子家语》”。两者不仅对《家语》材料之来源的说法不一致，而且对《家语》是否在
焚毁之列的看法同样不一致），因为此举无疑引火上身。从造伪者的心理看，这个推论是非常合理
的。其实，事情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王肃根本没有见过所谓的“孔安国序”和“后孔安国序”，孔猛
交给王肃的《家语》本就没有这两篇文字，它们或许是浅陋的好事者所为。因为就算王肃再怎么疏
忽大意，他也会注意到两篇“序”文所述《家语》在西汉时的整理和传抄情况是相互矛盾的。既然注
意到了，他为何不加以说明，以防论敌操之以为攻击自己的把柄呢？所以，从王肃不提两篇“后序”

可以推测“后序”是在魏晋以后的传抄过程中被人加进去的。

二、“后孔安国序”中的疑点

（一）“孔衍奏书”中提到的《别录》和《礼记》

在“孔安国序”之后有一篇作者不明的“序”文，载录了孔安国之孙孔衍的奏书，其中有这么一
段话：

　　时鲁恭王坏孔子故宅，得古文科斗《尚书》、《孝经》、《论语》，世人莫有能言者，安国为之今
文，读而训传其义，又撰次《孔子家语》。既毕讫，会值巫蛊事起，遂各废不行于时。然其典雅正
实，与世所传者不可同日而论也。光禄大夫向以为其时所未施之，故《尚书》则不记于《别录》，
《论语》则不使名家也。臣窃惜之。且百家章句，无不毕记，况孔子家古文正实而疑之哉！又戴
圣近世小儒，以《曲礼》不足，而乃取《孔子家语》杂乱者，及子思、孟轲、孙卿之书以裨益之，总名
曰《礼记》。今尚见其已在《礼记》者，则便除《家语》之本篇，是为灭其原而存其末也，不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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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话指出刘向《别录》不著录孔安国整理的《古文尚书》，也不使孔安国整理的《论语》名家；指

责戴圣从孔安国撰次的《家语》中取材编撰《礼记》，刘向又删除《家语》中的原文。从现存的文献资

料看，这些说法其实都很难成立。

关于戴圣《礼记》的成书，后世有许多争议，比较有代表性的说法是《小戴记》４６篇是删削《大戴

记》８５篇而来，而今本《大戴记》只存３９篇。“孔衍奏书”说小戴据孔安国整理的《孔子家语》及其他

材料编成《礼记》，可以说是关于《小戴礼记》成书的另一种说法。从《汉志》礼类的著录情况看，礼类

经书有“《礼古经》五十六卷，《礼经》十七篇”，它们包括了鲁淹中及孔壁中的两种古文本。礼记有
“《记》百三十一篇、《明堂阴阳》三十三篇、《王史氏》二十一篇”［３］卷三十《艺文志》，其中的“《记》百三十一

篇”是河间献王所得仲尼弟子及后学者所记的文献，也是古文本。据后世的考证，大、小戴都曾从上

述文献取材，比如《大戴礼记》中的《投壶》、《诸侯釁朝》，《礼记》中的《奔丧》、《投壶》，都源自《礼古

经》中不见于今文的部分。两书取自河间献王所得古文本的内容更要多一些，此不赘举。如果孔安

国也从古文中取材整理成《家语》４４篇的话，它与小戴《礼记》互有异同就是很自然的事。但这种事

在当时是很普遍的，当时编书常常杂采典籍，造成各书间常见雷同的篇章，刘向根本没有必要因此

除去《家语》中本有的内容。而且就现在所知刘向整理图籍的体例看，他对同一书的不同写本之间

的重复内容确实做了删除重复的工作，但未必对不同书本之间的相同或相近内容做这类工作。孔

衍对刘向、戴圣的指责并不符合西汉时的著述惯例和刘向整理图籍的做法，更与今本《礼记》与《家

语》多有相同内容的现象不符。堂堂经学博士如此攻诘他人，似乎悖于常理。

刘向的《别录》是在他去世之后，由其子刘歆将原本附于诸书的“叙录”合编在一起而成的①，又

名《七略别录》。此书早已亡佚，现今只能从《战国策》等少数几部书所附的刘向“叙录”及清人的辑

佚本中考察基本情况。《别录》与《七略》载录的书籍应该大体相同，《七略》虽已亡佚，但可据《汉

书·艺文志》考证其内容。《汉志》每类目录之后有“小序”，有学者认为取自《七略》之“辑略”，有学

者认为是其他“六略”本有之内容。不管怎样，这些文字都源于《七略》，大体可以代表刘向、刘歆对

图籍、学术的基本看法，可以做为材料用来考察《别录》或刘向、刘歆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的观点。

刘歆争立古文时说：“及鲁恭王坏孔子宅，欲以为宫，而得古文于坏壁之中，《逸礼》有三十九，

《书》十六篇。天汉之后，孔安国献之，遭巫蛊仓卒之难，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

旧书，多者二十余通，臧于秘府，伏而未发。孝成皇帝闵学残文缺，稍离其真，乃陈发秘臧，校理旧文
……”［３］卷三十六《楚元王传》可见孔安国献书而未及列于学官这件事，当时很多人都知道，刘歆争立古文当

然会特别关注孔安国所献的这批书。但《汉志》并不著录孔安国撰次的《家语》，以此推寻，《七略》和
《别录》也可能不著录。刘歆好古文，且参与整理旧籍，并最后完成了《别录》的编著，如果真有孔安

国整理过的《家语》，为什么不见只言片语的说明？更何况《别录》著录有《孔子家语》（由《汉志》“六

艺略”《论语》家下有“《孔子家语》二十七卷”便可知），何以不像《尚书》家那样在“小序”中提及孔安

国的整理工作呢？当然，文献不载，未必无存，但至少这是一个疑点。

另外，从《汉志》看，《别录》应该没有抹杀孔安国整理《古文尚书》的功绩，因为书类下首列“《尚

书古文经》四十六卷”，班固的小字注云“为五十七篇”。孔安国根据孔壁古文本对勘今文本，结果
“得多十六篇”，此“篇”即是卷，即总共是４５卷，后被分作５８篇。到班固的时候缺《武成》，所以说
“五十七篇”②。而在《汉志》书类的“小序”下，明确指出：“孔安国者，孔子后也，悉得其书，以考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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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别录》的成书过程，学界有不同看法。有人认为是刘向在整理图籍时，同步撰写成书，随时增益，并流行于世；有人认为

是全部图书整理完毕之后，才汇集所有“叙录”成《别录》。“孔衍奏书”既然是刘向去世前后撰写的，则至少应看到了《别录》的大部分内

容。因此，不论《别录》成书过程如何，都不影响本文的分析。

孔颖达《尚书正义·武成》引郑玄说：“《武成》逸书，建武之际亡。”班固生当其时，所以不计《武成》。



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国献之。遭巫蛊事，未列于学官。”［３］卷三十《艺文志》要之，《汉志》可以证明《别录》

未必没有记载孔安国整理过的《古文尚书》，刘氏父子并没有抹杀孔安国整理古文的工作，孔衍说
“故《尚书》则不记于《别录》”，恐怕不符合事实。

至于孔安国整理古文《论语》，并成《古文论语训》十一篇，这事在《史记》、《汉书》中并无记载。

《汉志》在《论语》类下录有《古论》，在“小序”中综说传授《论语》诸家及各自源流，就是没有说到孔安

国。其他文献中，最先提出此说的是何晏《论语集解序》：“《古论》唯博士孔安国为之训解，而世不

传。至顺帝时，南郡太守马融亦为之训说。汉末大司农郑玄，就鲁论篇章，考之齐、古为之

注。”［４］《论语序》《集解》也确实引用了许多“孔曰”，如“贤贤易色”下便有“孔曰：‘子夏，卜商也。言以好

色之心好贤则善。’”［４］卷一《学而》刘台拱、陈鳣、臧庸、沈涛曾质疑其出处①。但何晏距马融、郑玄不远，

且马、郑之书当时仍然存世②。所以，何晏所说未必全无依据。至于司马迁、刘向、班固都不记孔安

国整理《论语》，应有一定的原因，只是现在不得而知。简单地说刘向因为“疑之哉”而不使孔安国传

的《论语》名家，这与《汉志》并不掩盖孔安国与古文之关系的情形是不符的。

（二）“孔衍”的身份存疑

不仅孔衍奏书中的一些指责很可疑，就连他自己的身份也很可疑。《汉书·孔光传》记录了西

汉孔子后裔的一些情况：

　　孔光字子夏，孔子十四世之孙也。孔子生伯鱼鲤，鲤生子思伋，伋生子上帛……襄生忠，忠

生武及安国，武生延年。延年生霸，字次儒。霸生光焉。安国、延年皆以治《尚书》为武帝博士。

安国至临淮太守。霸亦治《尚书》，事太傅夏侯胜，昭帝末年为博士，宣帝时为太中大夫，以选授

皇太子经，迁詹事，高密相……霸四子，长子福嗣关内侯……光，最少子也，经学尤明……成帝

初即位，举为博士……［３］卷八十一《匡张孔马传》

这段文字除了叙述孔光家世之外，也连带叙述了孔子后裔在西汉时的情况，并说到了孔安国，

但没有提到孔安国有位孙子立为博士。《史记》记了孔安国部分后裔的姓名：“安国生卬，卬生

驩。”［１］卷四十七《孔子世家》其中也没有孔衍的名字。另外，《汉书》虽然记载了孔安国及其学生的情况，但同

样不说他有位孙子被立为博士。《后汉书·孔僖传》云：“自安国以下，世传《古文尚书》、《毛诗》，曾

祖父子建少游长安，与崔篆友善，及篆仕王莽为建新大尹，尝劝子建仕。”［５］卷七十九上《儒林传上》这里也是

说孔安国后人，甚至说“世传《古文尚书》、《毛诗》”，但仍然未记有后人被立为博士。文献固然可能

有所遗漏，但现有文献中，说孔安国有位孙子叫孔衍的，仅见“后孔安国序”，这是孤例，不能不警惕。

不过，孔氏后裔中倒真有一位叫孔衍的，但他是孔子的二十二世孙，据《晋书·孔衍传》的记载，此人

于晋元帝太兴三年逝世，时年五十三岁［６］卷九十二《儒林列传》。这位孔衍出生时，王肃都已经逝世十多年

了。总之，前人质疑“后序”所记“孔衍”的身份是有根据的，不能不重视。

（三）“后孔安国序”中的孔氏世系有误

在“后孔安国序”中记有孔氏后裔姓名、家世，但与《史记·孔子世家》所记多有不同。在后者的

记载中，孔武生孔延年和孔安国，在“后序”中则是孔季中生孔武和孔安国，父子变成了兄弟，范家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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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刘台拱：《论语骈枝》，《续修四库全书》第１５４册，第２９４页。陈鳣：《论语古训叙》，《续修四库全书》第１５４册，第３０２页。沈

涛：《论语孔注辨伪》，《丛书集成初编》，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９年。刘台拱、陈鳣只是指出了孔注《论语》的大致疑点，如《史记》和《汉书》没有

载录、何晏所引孔注《古论语》与《说文解字》等所引不同等。沈涛则对何晏所引孔注逐条辨证，指出讹误或不当。严格说来，沈涛的这种

辨伪方法并不足以证明何晏造伪，只能证明孔注无甚高明。所以吴承仕说：“愚意‘孔传’虽未足恃据，然魏初已有其书，沈氏谓何晏所自

为，盖考之未谛耳。”（氏著《经典释文序录疏证》，中华书局，２００８年，第１２３－１２４页））据沈涛《论语孔注辨伪序》，臧庸（本名镛堂）对孔安

国注《古论语》也有质疑，但翻检臧氏《拜经日记》、《拜经文集》（均收入《皇清经解》），涉及《论语》诸条中，多有引用孔安国的训解，未见质

疑。也许臧氏的其他作品中有考证，可惜笔者暂时没有翻检到。

至少在南朝梁时，仍有郑玄注《古文论语》十卷流传，则魏时此书亦应存世。参见《隋书·经籍志》经部《论语》类“《论语》十卷”

下小字注。



以此推断“后孔安国序”有误［７］卷一一。从现有文献看，范家相的分析虽有疏漏之处，但还是有几分
道理。

按《孔子世家》的记载，被立为孝惠帝博士的是孔鲋的弟弟孔子襄，作于其后的《汉书·孔光传》

亦是如此表述。但在“后孔安国序”中，为孝惠帝博士的是孔鲋的兄弟孔子文之孙，也即孔冣的次子
孔襄，原文是这样表述的：

　　子武生子鱼，名鲋；及子襄，名腾；子文，名袝……子文生冣①，字子产。子产后从高祖，以
左司马将军从韩信破楚于垓下，以功封蓼侯，年五十三而卒，谥曰夷侯。长子灭嗣，官至太常；

次子襄，字子士，后名让，为孝惠皇帝博士，迁长沙王太傅，年五十七而卒。［２］５８０

这位孔襄不仅与孔子襄名字只差一个字，而且与《史记》中的孔子襄同为五十七岁而卒，这不能
不令人怀疑二者必有一误。“后孔安国序”说到的蓼侯是确有其人的，《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

中侯第３０者就是蓼侯孔藂［１］卷十八《高祖功臣侯者年表》。这位孔藂的爵位、事迹与孔冣完全相同，所以“后孔
安国序”说的“孔冣”应该就是《史记》所说的孔藂。但从太史公的文字看不出孔藂与孔氏家族的关
系，只是唐代的司马贞引《孔丛子》记孔藂之子孔臧言云：

　　臧历位九卿，为御史大夫，辞曰：“臣经学，乞为太常典礼。臣家业与安国，纲纪古训。”武帝
难违其意，遂拜太常典礼，赐如三公。臧子琳位至诸侯，琳子璜失侯爵。［１］卷十八《高祖功臣侯者年表》②

观其言，孔臧好像确是孔子后裔。但事实又是如何呢？司马贞所引《孔丛子》文字出自其书附
录的《连丛子》，此书题为孔臧撰，收有诗赋和一些书信，其中有一篇《与侍中从弟安国书》［８］③。在
这封信中孔臧称孔安国为“弟”，显然与诸书所记孔氏世系不符。

在《汉志》诸子略儒家类下有《太常蓼侯孔臧》十篇，并有小字注：“父聚，高祖时以功臣封，臧嗣
爵。”［３］卷三十《艺文志》《史记》记孔臧嗣爵的时间是汉文帝九年，可与班固的说法相互为证。诗赋略屈原
赋下又有《太常蓼侯孔臧赋》二十篇［３］卷三十《艺文志》，班固《两都赋序》云：“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宽、

太常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刘德、太子太傅萧望之等，时时间作。”［９］卷一是以孔臧在武帝时有相
当的声名，至于他与孔子家族的关系，在《史记》、《汉书》中均找不到相关记载。《史记》说“侯臧嗣为
太常”，《汉书》也载孔臧官职为太常，这与“后孔安国序”中孔冣长子的官职相同。因此，“后孔安国
序”虽然没有载明孔冣长子的名字，但或可推测就是孔臧。

按“后孔安国序”所载世系，孔安国是孔藂次子孔襄的孙子。依《史记》和“后孔安国序”说蓼侯
“长子灭嗣，官至太常”的记载来看，孔臧可能是孔藂的长子。也就是说，孔臧是孔安国的祖父辈，他
怎么可能称孔安国为“弟”呢。可见《与侍中从弟安国书》也未必可信，不可用它来说明孔臧与孔子
家族的关系。

司马迁著《孔子世家》，没有将与自己同时代的名臣孔臧列入孔子家族，在《高祖功臣侯者年表》

中也不加说明，他这样做应当有一定的理由，出差错的可能性很小。司马迁曾游历曲阜，拜谒孔庙，

对孔子甚为仰慕。因此，他撰述孔子世系应该非常谨慎，不至两处都留下错误。不仅司马迁不记，

其后的班固也不记，只说孔臧是功臣之后，不说是孔子之后。汉高祖曾封孔腾为奉祀君，汉元帝封
孔霸为褒成君，其后孔氏爵位世袭不绝，东汉章帝曾赴曲阜祭孔。到班固生活的时代，孔子家族较
之前代，声名更加隆誉。而且班固与孔僖是同时代的人，且又曾为兰台令史。以此，班固撰《汉书》，

不会不留意孔氏后人事迹。但司马迁、班固这两位大史家的作品都不说孔藂、孔臧父子是孔子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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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一些版本的《家语》将“冣”字误作“最”，司马贞引用《家语》则作“冣”，《四库全书》本的王肃注《家语》亦作“冣”。“冣”与“最”音

义皆别，而与“聚”音义皆同。到南北朝时，“冣”和“最”已经被混用，所以一些书“冣”、“最”不分。相关考证参见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

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第２版）第３５３页上。

司马贞所引与文渊阁四库本《孔丛子》后附《连丛子》“叙书”文字上稍有差异，但大意不差。

《连丛子》中有些文章是孔臧之后，甚至东汉之后的人附益上去，如其中记有东汉孔僖之子孔季彦的许多事迹。



裔。所以，孔藂要么不是孔子后裔，要么是早已脱离宗族且迁往他处之支系的后代，到秦末时，与留
在曲阜的宗族早已没有了联系。其实，在春秋时代的卫国也有孔氏，孔婴齐、孔成子、孔文子、孔悝
都是卫国孔氏的名人。因此，不能将战国秦汉时期所有的孔氏归为孔子的后裔，跟随刘邦的孔藂或
许就是卫国孔氏的后裔，所以司马迁、班固等都不将他们纳入孔子的世系。

根据以上分析，很可能“后孔安国序”是在胡编乱造。作者在编造时，应该查找了一些文献，否
则不会将孔子世系编得像模像样。不过造伪者百密一疏，终究留下了漏洞，竟将不是孔子后裔的孔
藂也安排了进去，又给孔安国安排了一位孙子孔衍。所有这些安排，都是为了说明《家语》是孔安国
整理过的，是权威可信的材料。在两汉时代，《家语》虽有传抄，但并不受重视，也不见有家学传承，

较之“五经”和《论语》，重要性要低很多。既是如此，当然没有必要编些文字去抬高这部书的价值。

这种情况在王肃之后陡然一变，因为《家语》被王肃当作攻诘郑玄经学的一件独门武器。以此推测，

两篇“后序”有可能是魏晋时代拥护王学的人所为。司马贞在注《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时引用了“后
孔安国序”中有关孔子世系的文字，所以两篇“后序”在唐代可能已经与王肃“序”一起被编进了王注
《家语》，它们的撰成也许是在唐代之前。

三、结　语

综上，两篇“后序”中的自相矛盾和疑点是不容回避的，它们可能是由不同的人在互不知情的情
况下撰写的，后来又被人收集起来，附益在王肃注《家语》之后。编入的时间可能在魏以后，唐之前。

另外，一定要将“后序”的可疑和《家语》正文的真伪分开来看，两者不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

随着出土文献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证据说明《家语》不是纯粹的抄袭、割裂《礼记》等书，书中很
多材料都有相当早的来源，将它归为“伪书”确实不当，但也没有必要就此曲护两篇“后序”，并回避
其中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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